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

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

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

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

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

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

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

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

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

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

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

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

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

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

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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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

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

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

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

移”。① 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 首先提出来

的 5000万人的说法。② 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

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的估计。③ 陈达教授则估计为 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 24个重要城

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 350 万, 另有大约 1000 万人会由其故乡迁

出。④ 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 1938—1942年间运送后

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

左右”。⑤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

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

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

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 560 万,一说入

川移民约 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

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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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

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

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

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

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② 王洪

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 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

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

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

不会离开”; 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

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

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

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③

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

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

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

流亡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

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

超过 100万人,约占其所估计的 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 1ö10以

上。④

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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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贝克凭依的,就是 1941年 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

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

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

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

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

的东逃西窜”; 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

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

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

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

铁炸弹的威胁”。① 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

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

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

的途径。

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

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② 就 1931—1933年间全国

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 2. 34倍; 就个别省

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

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

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

约是当时的战争 (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

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

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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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

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

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

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

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

宁愿静观以待变。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

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

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

好天气”? 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

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　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

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

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 1920 至 1930 年代中叶灾害

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 7级以上的

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 其中

1913—1937 年、1944—1955 年和 1966—1976 年为地震活跃幕;

1899—1912年、1938—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① 其间造成万人以

上死亡的 7次强震均集中在 1920—1933 年不到 14 年的时间内;

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 17 次,即有 15 次发生在 1913—1937 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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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只有 1次,即 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 1948年。①

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

20 年代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

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 40年代初开始直至 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

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

旱指数也相对下降。② 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

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

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

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

都在 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

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对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

有利。

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

江流域,从 1935年到 1949年的 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

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 黄河流域虽然在 1932 年结束了 1922 年

以来的长达 11年的枯水期,并在 1933、1935 两年接连决口成灾,

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容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

像 1938 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 珠江流域则从 1915

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 1947、1949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

为止最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

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 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

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 12 次发生在 1915—1935 年间,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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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 2次,一是 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

洪水,一是 1939的海河大洪水。

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

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 1928—1936年,无年

不蝗,而且有 6 年遍及 6 省以上,其中的 1929 年、1933 年更高达

11 省 168 县和 9 省 1 市 265 县, 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

南、浙江、江西、陕西、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

广泛; 一是 1942—1947 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

苏一带。① 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

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

果没有黄河花园口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

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

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 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

灾总县次作过统计②,可以看出: 1920 年、1938 年和 1942 年是三

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从 1912 年到 1919 年, 受灾县次最低年为

1916 年共 67 县次, 最高年为 1917 年共 300 县次, 平均每年 168

县次;但是从 1920年到 1927年,受灾县次除 1923、1927两年略低

外,均高于 300县次,年均则高达 416县次;从 1928年到 1937年,

各年受灾县次更是不低于 467 个, 年均 771 县次; 1938 至 1941

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 1938年仅 88县次,最高的 1940年

也只有 298县次,年均则为 215县次; 1942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

最低的是 1948年 370县次,最高的 1943年 654县次,年均 49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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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

不错的。①

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

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度,抗战以后又处

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

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

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

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

是如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 20

至 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

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②,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

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

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

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

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

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 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

从 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 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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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

发生在 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

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

大。另外在 1938、1939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

10 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死伤 5 万余人, 一次死亡 1. 3

万余人。

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

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某一特定的

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

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

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

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

能力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

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

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

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

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

脚。例如造成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

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

民的苛政、暴政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

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

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

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

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

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

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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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

乃至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

生的境地。①

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

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值旱灾来临之际,即从 1941年春到 1942年

秋,侵华日军集中了 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 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

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

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

的生产能力因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

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

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

至 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 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 13170里②,星

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

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

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

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

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 1939年 7月的海河

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

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

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 50余人。③

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 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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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

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然也受到战争

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

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

的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 1942—1943 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

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①

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重

程度: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 3省 44县市,

1250万人受灾,死亡 89万余人;

1939 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 4 省近 900 万人口,淹毙

13320余人;

1942—1943 年中原大饥荒, 灾民 3000 余万, 饿死约 300

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 50万人 (一说 300万人)。

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战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

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 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

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

没有继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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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事情了。



三　以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 规模、流向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灾荒对当时中国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

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打上它独特的烙印。

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黄河花园口决口所激起的逃荒潮。

据统计,泛区豫皖苏 3省共有 3911354人被迫漂流异乡,占原有人

口总数的 1ö5 强, 其中河南泛区 1172639 人, 安徽泛区 2536315

人,江苏泛区 220240人;这些流民,近者出亡邻近乡区、城市,远者

逃往西北各省,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

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 170 万人左右,仅战后 1946 年 1 月 17

日至次年 11月底由西北各省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

318610人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以

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而只是发生战争的话,恐怕还不足以产生如此

庞大的流民群。“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

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这首在泛区广为流传的民谣不正好透露

了这样的信息吗?

1942 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

浪潮。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

计,至 1943年 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 80万人”。②

而据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则“大约有 200至 300万难免乘

车逃离”。③ 前述王洪峻等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恰恰又忽略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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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灾难对农民离村的巨大推动力,以致在估计大后方迁移人

口数时将农民略而不计,很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之所以如此,

客观上可能是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所致。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人口

西迁,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主要是这里的城市人口迁

往大西南的那一路,而不包括华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西

北一带的迁移。

除了上述西进洪流之外,传统的“闯关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

爆发和日本人的封锁而告中断。据统计 1931年以后移入东北的人

数 (非强制性移民)虽然大幅度减少,但 1932—1935 年间,据不完

全统计总共也有 1722000 人耐不了饥寒而出关谋生。① 1936—

1942 年每年移入东北的至少也在 32 万人,特别是 1939 年后,更

高达 98万余人, 比头一年超出 49万余人。②

这一高峰的出现,与是年的华北大水灾及其后连年不断的灾

荒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据日军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 1939年

天津大水期间,全市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 13. 3万人,将近全

市总人口的 1ö10。③ 这些人有不少是前往东北的。另据近人的研

究,流往东北的山东移民也是在 1940年左右形成自 1928 年大饥

荒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期。以位于鲁中山区的临朐县为例, 该县

1934年尚有人口 42万,到 1939年就下降至 38万, 1942年更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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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万,成为民国时期人口变动的低谷,而这期间正是该县天灾

人祸极为惨重的时期,特别是 1940至 1942年连续大旱,全县逃离

人口高潮时竟占人口总数的 80%左右,其中又有 80%举家而往,

逃亡总数估计达 12. 8万,加上死亡率很高,结果全县仅剩下 8 万

余人。①

甚至于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那些毗邻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地

方,当旱涝灾荒开始袭击时,也有一定数量的村民因饥不择路而逃

离的。1939年大水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曾要求各地“用各种方法

防止壮丁出境”。②1942—1943年饥荒期间同样出现了不少逃荒之

人,即所谓“弃家出走,或当地准备逃荒以及沿街乞讨的现象,亦不

断发生”。③ 据不完全统计,曲阳、完县、易县共有 9828 人离开故

土,唐县三区 20个村庄 216户人家“完全逃光”; 这些灾民有的出

走张家口,也有的逃往东北。④ 另据统计,仅完县和唐县 1942年底

即有 2万余人出境逃荒,“有的全村剩不到几个”。⑤ 在晋冀鲁豫太

行边区, 林北县芦柴村共有农家 703 户, 3668 人, 逃亡的就有 82

户, 310人。⑥冀鲁豫的沙区,至 1943年 3月初,逃荒人口在重灾区

约占 40% ,轻灾区的小槐村原有人口 1 072名,结果有 307人因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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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① 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经常出现的人吃人的现象,在沙区也偶

有发生,“有父母杀食其子者,有食人肉者,惨闻甚多”。② 不过需要

特别强调的是,随着边区生产救灾活动的大规模展开,绝大多数逃

荒的民众不久又纷纷返回。

相比之下,敌占区、游击区的人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调查,

冀南敌占区重灾区各村的人口逃亡率, 最高者达 90% ; 大名、成

安、魏县等游击区,逃亡者占总人口的 30—50% ; 这一年,全冀南

约有 100万人逃亡,死亡 20—30万人。③

差不多与此同时,同样遭受旱荒煎熬的广东灾民,也因日寇的

封锁断绝了南洋的去路,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从沿海到内地的大

迁移。曾经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剧的蔡廷锴将军在自传中追忆道,

1943年广东惠来、海丰、陆丰等属,“返往闽、赣、湘已登记者 50万

人”,顺德县全县人口约 60万,逃出的就有两成,其余“生存者已不

及半数”。④ 另据 1946年《潮州府志》记载,该地 1943年逃荒的约

有十七八万人, 其中逃往福建的约 10 万人, 逃往江西的约 7 万

人。⑤

与备受学界关注的城镇人口西迁相比,战时在饥荒打击下出

现的上述农村人口迁徙,完全是在避难求生的原始欲望驱动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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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纯粹自发的行为,因而和战前任何一次大饥荒所引起的流民

潮一样都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其流徙路线纷纭四散,漫无目标,乃

至出现被灾省区之间饥民、灾民相互对流的现象,有时甚至不计一

切后果。如广东饥民之所以纷纷逃往江西,就是因为听说那里“前

遭兵燹,地旷人稀,易于得食”,及至千里迢迢赶到目的地,方知此

处不仅没有多少熟田可耕,而且同样缺粮少米,许多灾民不得已只

身而返。① 前面所说的华北饥民似乎不可理喻地逃向敌占区、沦陷

区的现象,更是非常典型的实例。在河南,许多灾民向东越过战区

逃到日本占领区后,因为找不到生路,只好又返回家乡等死; 在南

下通往湖北的鲁山、叶县、方城、唐河一线公路上,在缓缓移动的人

群中,常见有许多“走不动、爬不起的老头、老太婆和十岁以下的孩

子们”“停滞在公路上面”,“哭着叫着得不到一文钱的救济”;“在路

边的小沟中,不时的躺着姿势很不自然的老弱,若不仔细观察,决

不会发现那些是已经绝了气的死尸”。②

在这样一股汹涌四泛的流民潮中,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

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同时亦可给她们找条活路,卖儿鬻女便

成为绝境中的灾民相当普遍的选择。德籍中国友人王安娜在她的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曾回忆说,是年入冬之前的几个月

里,在河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卖娃了”这可怕的喊

声。其后。随着灾荒愈演愈烈,卖子女在灾区已经无人问津,人们

只好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用驴子驮到豫东漯河、

周家口、界首等人市卖为娼妓。有记者报道,在许宛公路上,大批被

贩买的妇女络绎南去,大“人客”(即人贩子)用架子车一车装五六

个,小“人客”则带着一两个女孩徒步缓行,还有的买上一头瘦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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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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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驴驮着一个将死未死的少女,也有一些骑脚踏车的商人,在车轮

后架上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孩飞奔而去,而这些被卖的妇女,仅仅只

剩下一架骨头。但是不管她们的命运如何悲惨,当时的人们对这种

不正常的行为都深表同情,在他们看来,这总比饿死在家中强得

多。① 而在冀鲁豫根据地的沙区受灾最严重的村庄,妇女大都被卖

到了河西,“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二

斗豆到二千八百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②

在极度的混乱和无序之中,饥民的逃亡往往也会不自觉地形

成一种由受灾中心向周边地区呈辐射状扩散的有序状态,同时由

于地缘、交通等自然社会条件的影响,亦或源于习俗传承的根深蒂

固,逃难的饥民们依然执着于战前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流向, 如南

下、入城、闯关东、走西口等等,但毕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

得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因各种政治势力

的激烈较量还一直变化不定,结果使得饥民的逃荒路线越发杂乱

无章,同时亦促成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新的流徙路线:其一是上述从

广东沿海向内陆腹地的迁移; 其二是从中原向西北地区的大规模

移动,这在战前历次华北大饥荒中是鲜有发生的;其三即是由于抗

日边区的存在及其救灾渡荒的成功,使其成为大量逃荒灾民的目

标,进而在 1942—1943年华北大饥荒中,还以其为中心又形成了

一种从周边的沦陷区、游击区以及国统区向其辐聚的人口迁移态

势。例如在河南,灾民们的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北上进入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边区,其中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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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达本关于沙区救灾工作的通信》(1943年 3月 9日) ,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

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 ,第 137页。

《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 4月 10日。



的即多达 25万余人①,大约相当于全边区所有灾民的 1ö6。辗转而

至陕甘宁边区的至少也有 11889人。② 1944年 8月 29日《解放日

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从灾荒中站起来》,是这样描写这股巨大的逃

荒流的:

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

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

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

根据地内流着、涌着。

大凡灾荒型移民,无不是以农村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为前

提的,因此灾民的迁徙通常就不只是表现为个体的行动,更多地是

表现出一种集体的行为,他们或者扶老携幼,举家迁移,或者以地

缘、乡缘为纽带结队而行。战时的此类移民也不例外。前述逃往陕

甘宁边区的河南难民即分属 2588户,平均每户约 4. 6 人; 其中如

李志伦一家五口,包括妻子、女儿和女婿; 刘喜全家六口,包括“六

十岁的老父,妻子,十六岁的男孩,十岁左右的两个女孩”。③ 此种

情况与战时福建邵武垦区移民家庭的户均人口数 (2. 8人)有较大

反差。其原因或许即在于来垦之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原籍谋生

困难 (占 88% ) ,而遭匪乱兵祸或天灾的则分别只有 9%和 1% ,以

致前来垦荒者,“多限于有耕作能力之男女,鲜有大家庭全部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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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6月 13日《解放日报》署名文章《移民四千户》估计,仅关中分区即收留河

南灾荒难民 12000余人。

《解放日报》1944年 8月 29日。



者”。① 另据王钧衡的描述,河南卫河流域的居民,每当水灾之后,

“便向他处流动,其方式为:妇孺老幼 (壮年较少) ,或数十口或百余

口,结队而行,沿途乞讨”。②

战前中国农村的灾荒型人口迁徙一般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其

表现之一是这些逃荒的民众少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慨,而

以临时性、季节性的迁移为主,回返率高,永久性迁移少;其表现之

二是移民在选择目的地时,“总是有保持现状的趋向”,力求“有坚

持同一的保守趋势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寻找到一个可以

保住旧的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就满足了”。③ 后一种情况在战

争期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由于战争

导致的城市工商业的衰落以及边区、大后方农业开垦的需要,使得

农耕成了流民的主要选择之一。④ 前一种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受

长期战争的影响,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因为决口的久久未堵而遭到

洪水的持续袭击,在干旱打击下大量荒芜了的土地亦难以迅速复

垦,再加上被烽火硝烟时时阻断了的交通,那些一无所有的灾民纵

然思乡心切,也只能在异乡辗转,或干脆落入异籍。例如在卫河平

原,不少农民即打破长期固守的“宁饿死我也死在家里”的“牢不可

破的原则”,而“和以前大不相同,渐有移往边区 (主要是陕甘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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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战时东北的移民比较特殊。路遇的调查表明, 1928年前后,由山东前往东北的移民

百分之八九十志在农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东三省作为军事侵

略的基地,工业发展较为迅速,移民的职业逐步由农业为主向工商、交通、矿业、森

林采伐业等方面转化,特别在 1937年以后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参见路遇前引

书,第 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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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林宽、梁良洽:《福建省战时移民之个案分析》,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调查室 1946年

8月编印。载《农业经济研究丛刊》第 5卷第 1、2期,第 159、180页。



另谋生路者”。① 逃往边区的灾民更在政府的妥善安置和当地居民

的友好帮助下,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子。

当然,这里着重强调战时灾荒性移民的自发性、盲目性,并不

是要完全否认灾时人口迁移因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而使其在一

定程度上所带有的组织性、强制性色彩。只是我们必须指出,尽管

这类强制性的移民都是由饥荒引发的,但移民的最终命运却因其

归属的政权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

例如在国统区,每当饥荒发生后,国民政府一般也会在交通要

道或饥民集聚地设立收容所或接待站,“招待流离失所之难民”,同

时在大后方设立垦区,移民垦荒,但由于经费有限、管理混乱和吏

治腐败,其效果微乎其微,有时适得其反;在沦陷区,日伪占领者一

面实施军事管制,严禁灾民自由出入,一面又以救济为名,大肆招

募劳工或伪军,以增强日本征服中国的力量。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

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除了上面提到的采

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安置外来移民外,边区政府还在辖区之内有

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从灾区迁往非灾区,并引导他们走到生产救

灾的道路上去,从而为最终战胜天灾、渡过灾荒奠定更加坚实的物

质基础。

可以说,饥荒之中,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国人民各自交出

的答卷,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勾画了轮廓分明的历史蓝图。限于

篇幅,恕不详论。

(作者夏明方, 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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